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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计算  1992—2012 年中国碳排放数据, 利用  EIO-LCA 方法对排放结构特征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碳排放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从部门结构来看, 隐含排放量最多的为建筑业。

从类型结构来看, 1992—2012 年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活动、出口及城镇居民消费规模的大幅

增长。投资活动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  55.83%, 其隐含排放主要在部门  28 (建筑业)。出口占最终需求总增量

的  24.38%, 其隐含排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总体上较高。城镇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总增

量的  14.99%, 其隐含排放主 要集中在部门  25 (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 应业 )。1992—2012 年间 , 部门  28, 

17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  35(其他服务业)的增幅最明显, 三者共占总增量的  60.45%; 部门  22 (其他制造

业), 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 (非金属矿采选业), 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  8 (纺织业)的碳排放保持下降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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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on-competition input-output table, calculates the carbon emission data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12, and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emissions using the EIO-LCA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China’s carbon emission shows a fast rising trend. From the view of department 

structure, in 1992–2012,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rowth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was the large increase in 

investment activities, export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nvestment activities accounted for 55.83% 

of the total increment of the final demand, and the embodied emissions were mainly in the sector 28 (Construction). 

Exports accounted for 24.38% of the total final demand. The embodied emission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eneral, China’s exports contain higher carbon emissions.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ccounted for 14.99% of the total increment of the final demand. The embodied emission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sector 25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 power and heat power). In 1992–2012, the growth 

rate of sector 28, 17 (Manufacture of general and special purpose machinery) and 35 (Other services) was the most 

obvious, and the three accounted for 60.45% of the total increment. In addition,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sector 22 

(Other manufacturing), 2 (Mining and washing of coal), 5 (Mining and processing of nonmetal ores), 3 (Extraction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and 8 (Manufacture of textiles) maintained a downwar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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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40 年间,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碳排

放总量迅速增加。2016 年 , 中国碳排放总量已达

9123.00 Mt CO2-eq, 占世界总量的 27.3%, 比 2015 年

下降  0.7%[1]。我国计划在  2030 年前后达到二氧化

碳排放峰值 , 并努力尽早达峰 [2]。研究我国碳排

放增长的结构特征 , 对我国制定科学的减排对策、

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快速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引起许多学者的

研究兴趣。一些研究侧重对中国的碳排放清单进行

精确计算 [3–6]; 另一些研究则侧重对碳排放总量进

行分解 , 试图找到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原因。其中 , 

有 部 分 学 者 采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PCA) 或 其 改 进 型

(SPCA, CDPCA)方法对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分析[7–8]。

但是, 采用主成分分析会将部门整合, 生成的主成

分大多没有对应的部门分类 , 结果缺乏现实意义 , 

因此这类方法已较少采用。 

碳排放量计算主要采用  IPCC 清单法 [9]。由于

IPCC 的测算基于地理维度 , 而一国的经济活动往

往与地理范围不一致(如  GDP), 且  IPCC 的测算以生

产为基准, 忽视消费引发的隐含碳排放, 从而导致

碳泄漏的问题[10],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基

于消费端的隐含排放[11–13]。由于  IOT (投入产出表)

能较好地表现各部门生产的相互关联[14], 在此基础

上的  EIO (经济投入产出方法)能够更好地探究部门

的隐含排放[15–16], 因此目前常采用  EIO 法计算分析

隐含碳排放。 

EIO 法由  Leontief 
[17]首先提出 , 作为一个较为

成熟的研究方法, EIO 在许多温室气体的研究中被

采用[18–22]。通过对投入产出方法加以改进, EIO 可

以更好地测算各个部门的隐含排放[17], 因此大量文

献采用该方法对世界各国的碳排放进行分析。根据

研究范围的不同 , 主要分为  SRIO 和  MRIO 两种。

SRIO 只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各部门碳排放进行分

析 [20,23–24], MRIO 则侧重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

同地区之间碳排放的相互影响 [25–27]。两种方法在

本质上差异不大, 只是由于  MRIO 以多地区的投入

产出表为基础, 因此对数据的要求更高, 使用条件

苛刻。 

许多学者采用  EIO 研究中国各年份碳排放数

据。在国家层面 , 分别以中国  1992—2002 年 [28]、

1992—2007 年[29]、2007 年[30]以及 2007—2012 年[31] 

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 , 对中国碳排放量进行分析。

在国际贸易层面, Pan 等[32]采用中国  2001—2006 年

投入产出表, Yan 等[33]采用  1997—2007 年投入产出

表 , Zhang 等 [27] 采 用  41 个 国 家  35 个 部 门  1995—

2007 年数据, 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进行研

究。也有学者对中国国内各区域间的碳排放关系进

行研究[34–35]。 

尽管  EIO 能够计算各部门的隐含排放量, 但是

不能说明隐含排放在生产链各部门中的分布情况。

Hendrickson 等 [36]提出的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分

析方法(EIO-LCA)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7], 目

前 已 有 大 量 学 者 运 用 该 方 法 对 环 境 问 题 进 行 研

究 [30–31,38–41] 。其中 , 有学者分别从国家层面 [30–31] 

和省级层面 [40–41]对碳排放在生产链中各部门的分

布进行分析。 

对中国  2005 年 [7,33]和  2007 年 [4,30,42]的温室气体

清单已有深入研究, 但仅基于单个年份的排放因素

分解 , 未研究多年间的动态变化。本文根据中国

1992, 1997, 2002, 2007 和  2012 年能源平衡表和投入

产出表 , 制定这  5 个年度的详细碳排放清单 , 并分

别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

20 年间中国碳排放的结构特征。 

1 方法与数据 
1.1 EIO-LCA 分析法 

EIO-LCA 方法由  EIO 方法改进而来, 两者的不

同之处在于排放系数矩阵。在传统的环境投入产出

法中, 某种污染物的排放系数是一个行向量, 而在 

EIO-LCA 中, 这个系数是一个对角矩阵[30] , 这一变

化可将由最终需求引起的环境影响分解到生产链的

各个部门。传统的  LCA 分析方法揭示产品从生产

到消费各个阶段完整的环境影响, 能够清晰地阐释

各部门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联系; EIO-LCA 则解决

传统生命周期分析中数据较难获得的问题, 部门覆

盖全面 , 没有遗漏 , 同时计算过程也大为简化 , 并

且可以根据需要将研究对象细化 [25]。建立基本的

投入产出模型, 表达式如下:  

 X=AX+Y−X m， (1) 

其中,  X 为一个列向量, 表示各个部门的总产出; A
为一个  N×N 的矩阵, 其中的元素  Aij 表示为部门 j 对

部门  i 的直接投入系数; AX 表示中间使用; Y 为最终

消费; Xm
 为一个列向量, 表示各部门进口产品。 

将  X 改写成  N×N 的矩阵, 对角线上元素分别表

示各个部门总产出, 其余元素均为  0。由于缺少进

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数据, 通行做法是假设进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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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国内产品的排放强度相同 [43], 可得到下式 [35]: 

 εX = εAX+E, (2) 

其中,  ε 为一个行向量, 其元素  εi 表示部门  i 的完全

排放强度; E 表示直接碳排放。由式(2)可得完全排

放强度表达式:  

 ε = E((I−A)X)−1 = EX−1(I−A)−1 =εd(I−A)−1 , (3) 

其中,  εd
 是一个行向量, 表示直接排放强度; I 为单

位矩阵。 

参考已有方法[33], 国内产品生产的碳排放可表

示为  EEP=E, 进口产品碳排放 (EEI)和出口产品碳

排放(EEE)分别表示为 

 EEI = εd Xm,  (4) 

 EEE = εd Xe,  (5) 

国内消费(EEC)和国际排放平衡(EEB)分别表示为 

 EEC = EEP + EEI − EEE ,  (6) 

 EEB = EEE − EEI。 (7) 

为了建立  EIO-LCA 模型, 将  ε 和  εd
 改写成对角

矩阵的形式, 由式(3)可得 

 d 1( )   I A , (8) 

其中 ,  为对角矩阵 , 其对角元素 i 为部门  i 的完

全碳排放强度; d 也是一个对角矩阵, 其对角元素

i
d 为部门  i 直接碳排放强度, 则部门碳排放量为 

 B =
 d 1( )  I AY Y , (9) 

其中, Y 为各部门产量的对角矩阵。B 的元素为  bij 
(i 为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部门的序号, j 为产品或服

务使用部门的序号, i, j=1, …, n, n 为投入产出表中

的部门数)。bi 为  B 第  i 行的行向量, bj 为  B 第  j 列的

列向量 , 列向量  Bdirect 由  B  各行行元素之和组成。

行向量  Bembodied 由  B 各列列元素之和组成。研究消

费碳排放数据时, 可将消费量作为Y 导入式(9), 得

出相应结论。 

1.2 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数据 
根据  Peters 等 [44]的测算方法, 本文对中国  1992, 

1997, 2002, 2007 和 2012 年二氧化碳清单进行测算, 

各 年 碳 排 放 总 量 的 测 算 结 果 如 表  1 所 示 。 其 中 , 

1992 年能源平衡表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1991—1996》, 1997 年数据取自《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 2009》, 2002, 2007 和  2012 年数据取自《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  2014》。由于历年部门分类和投入产

出表分类不同, 因此依据投入产出表对能源消费量

的部门重新进行分类(见附录表格)。燃料的实际排

放因子以《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4]中最新数据

为主, 其他能源的排放因子根据能源平衡表中数据

得出。碳排放因子采用 IPCC 推荐数值[7]。 

1.3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 
我国目前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均以当年价为基准, 

为使得各年之间具有可比性, 需要将当年价格表调

整为可比价格表。1992, 1997 和  2002 年可比价投入

产出表引自刘起运等 [45]。2007 和  2012 年可比价投

入产出表是根据刘起运等[45]的方法, 在《中国投入

产出表  2007》 [46] (135 产品部门 )的基础上编制而

成。部门价格指数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以

2000 年为价格基年。 

由于我国目前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均为竞争型投

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时不对国内产品和

进口产品进行区分 , 因此在计算国内直接排放时 , 

需要在投入产出表中将进口产品剥离, 采用非竞争

型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根据  Peters 等 [44]的方法 , 

假定进口产品在各部门间的使用比例与国内产品在

各部门间的使用比例相同, 从而构建进口使用矩阵, 

最后从各部门的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产品中减去进

口产品, 得到国内产品使用的投入产出表。  

表 1  1992—2012 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Table 1  1992–2012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年份 
碳排放量/Mt CO2-eq 

碳排放强度/(Mt CO2-eq·万元−1) 碳排放量 5 年间增幅/% 
燃料燃烧 工业生产 总量 

1992 1853.45 337.48 2190.94 1.85  

1997 2504.35 507.44 3011.79 1.53 37.47

2002 3015.63 666.84 3682.47 1.20 22.27

2007 5514.16 1479.72 6993.35 1.14 89.91

2012 6864.37 2095.80 8960.17 0.92 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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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为了使投入产出表与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的部门分类相对应,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

码》(GB/T 4754—2002)对部分部门进行合并, 调整

后共有  35 个部门(见附表), 为便于表述, 下文图表

中使用附表中的序号代表相应的部门。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生产视角的部门直接碳排放 

如表  1 所示 , 我国  1992—2012 年的碳排放总

量由  2190.94 Mt CO2-eq 增加到  8960.17 Mt CO2-eq, 

20 年间增长  3 倍 , 2002—2007 年直接碳排 放量激

增  89.91%, 远超其他年份。直接碳排放强度也呈现

下降的趋势, 2012 年比基准年(1992 年)下降  50.30 个

百分点。 

图  1 显示  1992—2012 年主要部门直接排放数

值。按部门来看 , 在直接碳排放中部门  25, 14 和

15 占主要部分。特别是部门  25 (电力、热力的生产

和供应业)的排放在  2002 年后增长迅速 , 这是由于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经济较早从衰退中恢复

过来 , 电力需求上升 , 导致  2002 年后部门  25 的直

接排放迅速增长。 

由于部门  25 属于基础性部门, 其最终排放主要

是满足其他行业生产的需求, 因此将部门  25 的直接

碳排放量按照其满足其他部门的最终需求进行分解

(图  2), 可以发现其碳排放主要是为了满足部门  17, 

28 和  35 的最终需求。其中, 部门  28 占比不断上升, 

由  1992 年的  15.42%上升至  2012 年的  27.27%, 引起

的隐含排放量也由  120.18 Mt CO2-eq 上升到  1083.87 

Mt CO2-eq。特别是  2002—2012 年间 , 由于我国对

于建筑部门的大量投资, 使得该部门最终消费引起

的部门 25 的直接排放迅速增长。 

2.2 基于需求视角的隐含碳排放 
2.2.1 完全碳排放强度 

总体而言, 各部门  20 年间完全碳排放强度均有

不同程度的下降(表  2)。绝大部分部门的完全碳排

放强度降幅超过  50%, 但不高于  90%。个别部门的

下降幅度较小, 如部门  3 (0.96%)和部门  8 (13.12%)。

这些部门的排放强度原本就很低 , 因此变化不大。

原本强度较高的部门(如部门  25, 14 和  15), 其完全

碳排放强度不仅下降的比例大 , 减少的数值也大 , 

如 部 门  25 由  1992 年 的  42.02 Mt CO2-eq/万 元 下 降

至  2012 年的  20.08 Mt CO2-eq/万元, 减少  52.21 个百

分点。 

2.2.2 部门隐含排放 
1992—2012 年间, 隐含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呈增

长趋势, 只有部门  2, 3, 5, 8, 15, 22 和  30 减少。部

门  5 隐含碳排放量相对于  1992 年减少  91.11%, 减少

率最高; 部门  2 隐含碳排放量减少  12.69 Mt CO2-eq, 

减少的数值最大。各年份区间内, 大部分部门的隐

含碳排放量呈现波动状况, 只有部门 10, 16, 18, 19, 

20, 25, 28, 29 和  31 的隐含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其

中, 部门  12 的隐含排放增长率最高, 为  1553.96%,   

 
图 1  1992—2012 年主要部门直接碳排放 

Fig. 1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of major sectors in 19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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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2—2012 年间电力部门为满足其他部门最终需求的碳排放 

Fig. 2  Carbon emission of electricity sector for meeting the final demand of other sectors in 1992–2012 

表 2  主要部门 2012 年完全排放强度、相对 1992 年的下降数值(Mt CO2-eq /万元 GDP)和幅度 
Table 2  Total emission intensity of the main sectors in 2012, relative decline (Mt CO2-eq/104 GDP) and magnitude to 1992 

部门 完全排放强度 下降数值 下降幅度/% 部门 完全排放强度 下降数值 下降幅度/% 

3    2.31 0.02 0.96 25 1.40   21.94 52.21 

8    2.13 0.32 13.12 26 1.83   8.19 84.08 

14    2.34 12.85 58.97 30 20.15   4.52 71.61 

15    8.18 13.12 70.05 33 1.63   1.97 71.97 

20    5.55 6.51 81.76 34 0.67   1.73 70.68 

21    2.64 5.66 74.90 
 

 
 

部门  28 的隐含碳排放量增长数值最大, 20 年间增长

2609.40 Mt CO2-eq, 达到 3071.32 Mt CO2-eq。 

各年份主要部门隐含碳排放量如图  3 所示, 部

门  28 和  35 的隐含排放量占比稳居前两位。其中部

门  28 的比重持续上升, 20 年间上升  13.19 个百分点, 

在  2002—2007 年间上升幅度较大 , 达到  106.76%。

部门  35 的比重保持下降趋势 , 最终下降  4.96 个百

分点 , 但仍然排名第二。自  2002 年后 , 部门  25 的

隐含排放迅速增加, 这是由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 2002 年后得到较大发展导致。 

为了探究部门  28 的隐含碳排放在生产链中的

分布, 将部门 28 的最终需求按其引起的其他部门排

放量进行分解(图  4)。部门  28 的最终需求主要导致

部 门  14, 15 和  25 的 碳 排 放 量 上 升 , 在  2002—

2007 年间, 其引起的部门  14, 15 和  25 的直接碳排放

增长率分别为  123.95%, 94.87%和  93.48%。由于我

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城镇化, 部分城市在基础设施建

设上盲目跟风, 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因此要控制上

述部门的直接碳排放不仅要从行业本身着手, 更应

该从部门  28 的最终需求出发, 扎实有序地推进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控制碳排放的增长。 

2.2.3 各类最终需求隐含排放 
从需求的类型来看, 1992—2012 年我国碳排放

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活动、出口及城镇居民消

费 规 模 的 大 幅 增 长 , 三 者 共 占 最 终 需 求 总 增 量

的  95.20%, 达到  6722.73 Mt CO2-eq (图  5)。 

投资活动变动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  55.83%。

投资活动隐含碳排放主要在部门  28, 达到  2591.22 

Mt CO2-eq, 占比为  69.3% (表  3)。其原因主要在于

20 年间我国大力进行城镇化建设, 对建筑业进行大

量投资, 导致部门 28 的碳排放快速增长。 

出口变动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  24.38%。出口

隐含排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 包括部门  20, 19, 13

和  17 等(表  3)。我国总体上出口隐含碳排放较高 , 

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产品相对低端, 仍然以能源资源

密集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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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年份主要部门隐含碳排放 

Fig. 3  Embodied carbon in major sectors in each year 

 

图 4  1992—2012 年建筑业引起的其他部门碳排放分解 
Fig. 4  Carbon emission of other sectors for meeting the final demand of construction sector in 1992–2012 

 
图 5  1992—2012 年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 

Fig. 5  Changes in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final demand in 19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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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2—2012 年主要部门最终需求规模变化引起的碳排放变化量 
Table 3  Changes in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scale of final demand in major sectors in 1992–2012 

部门代码     农村   城镇   政府   投资   出口   部门合计 

28 0.00 0.00 0.00 2591.22 18.18 2609.40 

17 –0.26 2.49 0.00 366.50 173.11 541.84 

35 34.79 168.98 216.39 64.48 38.19 522.82 

18 5.78 76.18 0.00 320.11 76.18 478.26 

19 7.65 28.85 0.00 138.18 188.75 363.43 

20 –1.68 7.38 0.00 19.95 268.22 293.87 

25 47.18 226.46 0.00 0.00 0.84 274.48 

15 –0.42 –0.33 0.00 134.44 129.43 263.13 

29 4.63 69.45 25.65 26.74 92.02 218.49 

13 –15.86 65.81 0.00 –17.19 185.11 217.87 

7 35.18 109.88 0.00 0.16 5.36 150.57 

16 –9.50 0.67 0.00 64.69 87.60 143.46 

需求类别合计 107.51 755.82 242.04 3709.27 1262.99 6077.63 

占需求总增 

量的比重/% 
144.29 75.02 97.46 98.82 77.06 90.40 

 

城 镇 居 民 消 费 的 变 动 占 最 终 需 求 总 增 量 的

14.99%。城镇居民消费隐含排放的增长主要集中

在部门  25、35 和  7 等, 这些部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关(表  3), 其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人口和

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今后,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

的深入, 城镇人口和居民生活水平持续增加, 城镇

居民消费隐含排放将会继续保持增长。 

从需求引起的部门排放来看 , 1992—2012 年 , 

部 门  28, 17 和  35 的 增 幅 最 大 , 三 者 共 占 总 增 量

的  60.45% (图  6), 达到  3674.06 Mt CO2-eq。此外, 部

门  22, 2, 5, 3 和  8 的碳排放变化幅度虽然不大, 但保

持下降趋势。这是由于我国加强能源资源行业的监

督管理, 同时提高相关行业的生产效率, 使得碳排

放量下降。 

3 结论与不足 

本文基于中国  1992—2012 年的投入产出表, 分

别从部门结构和类型结构两个角度对隐含碳排放量

进行分析。 

从部门结构来看, 隐含碳排放量最多的为建筑 

 
图 6  1992—2012 年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引起的主要碳排放变化量 

Fig. 6  Changes in carbon emissions caused by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final demand in major sectors in 19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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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 在  20 年间增长  543.91%, 达到  2964.30 Mt CO2- 

eq。由于我国对建筑部门的大量投资, 使得该部门

最终消费引起的其他部门直接碳排放量迅速增长。

另外, 电力部门的直接碳排放主要是为了满足其他

部门(尤其是建筑业)的最终需求, 因此在  20 年间增

长较快。 

从类型结构看, 1992—2012 年我国碳排放增长

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活动、出口及城镇居民消费的

大幅增长。投资活动占最终需求总增量的  55.83%, 

其隐含碳排放主要在部门  28。出口占最终需求总

增量的  24.38%, 其隐含碳排放集中在制造业, 总体

上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较高。城镇居民消费占最终

需求总增量的  14.99%, 其隐含碳排放集中在部门

25, 35 和  7 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从需求

的结构影响来看, 1992—2012 年, 部门  28, 17 和  35

的增幅最明显 , 三者共占总增量的  60.45%。此外 , 

部门  22, 2, 5, 3 和 8 的碳排放保持下降趋势。 

由于本文采用的  35 个部门的分类较粗略, 因此

在分析部门排放时不够详尽。对于  20 年间变化产

生的原因没有进行细致的探讨, 缺乏数理分析。国

际贸易中采用的“进口产品与出口产品排放强度相

同”的假设过于严格 , 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在今后

的研究中可以从更详细的多部门  MRIO 表着手, 采

用  SDA 分解方法, 探讨单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的

生产、消费碳排放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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